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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为《中国网友采访美国知名左翼学者约翰·福斯特教授》来源：四月网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他的研究方向专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迄今他已发表一百多篇文章，独立和与他人合作撰写和编辑了十几本书籍，发表一百多篇大会发言稿，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出席各种重要讲座，并收到了大量的奖项和荣誉。他的各种著作已至少被翻译成25种语言予以出版。
[image: ]
福斯特教授参与占领俄勒冈州首府尤金运动
问题1：2013年10月《每月评论》杂志刊发了您的最新论文《划时代的大危机》（The Epochal Crisis），当你比较发展中国家和G7发达国家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时，您将中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您是如何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
福斯特教授：我考虑在我们进行比较时需要使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C）的相关数据，这并非是不同寻常的决定。中国当时被作为一个局外者（译者注：在1980年代前中国并未大规模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且计划经济下其经济总量的统计方式与口径也与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所以在数据统计上未被包含在内。而且中国是一个特例。经济上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保持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些时段年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不仅其经济模式和环境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模式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于其本身某一阶段的经济数据无法与另一阶段的数据进行比较。而且，我认为即使包括中国的数据在内也不会对统计的结论有多大改变，但可能会带来偏向与误导。
问题2 ：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或者至少暗示，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帮助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困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中国目前仍有约1亿5千万人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大约5亿人生活水准不到每天2美元。所以，当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经济发展，而把生态与环境问题暂时放在次要地位。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福斯特教授：当然，我们需要支持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维系与过去几十年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贫困的民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但问题总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和谁在从发展中受益。
从满足人民需求和导致生态破坏性而言，当前的发展是非常低效的。我们需要在贫穷国家推动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尽管富裕国家仍然是气候变化和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肇因，更不用说其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但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是受环境问题影响最严重的。我们看看海地的例子，他们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获得什么受益？（译者注：海地在1990年代，由于美国等大国主导与压力，被迫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而导致其粮食供给从本国自给到严重依赖进口，并因此导致大批农民破产。）
简单的数字并不能解释南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现实生活。全球贫困指标确实是一天2美元，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衡量指标。相对于那些在城镇地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2美元一天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口即使其货币收入远低于此，生活状况仍然可以相对较好。能够掌握土地之类的生产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所谓2美元一天的贫困线是世界银行设置为其“消灭农民”政策进行辩护和宣传的。
当下利润驱动的经济模式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和出口经济失真，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应对社会和环境需求。例如，就我看来，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推动的土地改革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多方面变化是具有消极影响的。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被严重剥削的1亿5千万流动人口（农民工）。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极其严重的贫富差距，并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破坏，产生社会扭曲、无关发展和民众严重不平等等现象。我会说，当前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问题3 ：9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展望中国前途的文章，《共产党在中国还能存在多久？》（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in China?)。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都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
福斯特教授：这是一个大问题。简单地预测中国前景并非易事。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政府仍然控制着重点行业和经济政策，包括对于银行产业的控制。与美国相比，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和其发展都具有更强大的直接影响力，为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仍然界定为“半计划经济”。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以目前的增长速度还能保持多久。面对大规模的经济不稳定和环境破坏，中国经济是无法维系其高速增长。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出现大规模混乱可能性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4：1894年，恩格斯在与当时身处美国的友人佐尔格通信时就指出：“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近期的金融危机是否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从长远来看，中国和印度等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是否可以改变全球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
福斯特教授：其实马克思也曾有类似的表述。不过，当前的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直接相关，至少后者不是前者的直接导因。全球经济转移和全球劳动力套利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工业产业始终倾向搬迁到低工资国家，从而加强当地相关的出口。
就产业转移本身而言，其带来的效果并不完全为我们了解，而且影响相当复杂。因为今天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全球大规模生产，所以产品实际在哪里生产并不是最关键的。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是生产链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而谁能从中获取利润，并获得整个过程中的增值部分。
例如目前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是在中国生产的。其生产和装配全过程，主要发生在中国，但是西方资本家从中获得了高附加值，而中国只获得每个手机整体收入中的3％而已。
我们在谈论国家的（力量对比），但如果我们看一下不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全球500家最大的公司，他们的营收占全球总收入的30％至40％。他们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实力，并且控制着最具战略意义的技术。而几乎所有500强公司仍然都以富裕国家为其总部。
中国经济规模已然超过了日本和德国，但就控制技术和生产效益的范畴而言，仍然为全球北方发达经济体所垄断。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但尚未导致与此类似的世界强权格局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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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一书中将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加之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功能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由于美国需要借贷资助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更使得危机日益恶化。您是如何看待美国的战争政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福斯特教授：这是整个制度运作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他是正确的，但他只着眼于一个方面的问题。
美元仍然是全球霸权货币。美国仍能够依靠印刷纸币以维持其帝国主义政策和在国外的军事存在。这些都是它的全球角色和霸权力量的一部分。而且这对美国债务和全球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影响。
但同时，中国也在依靠对美国和其他北方世界的发达国家出口而扩张其经济。没有这些（金融）手段制造的需求，中国经济要实现迅速发展也将变得非常困难。
现在中国掌握着上万亿的美元储备，因此，他们担心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国希望未来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的金融作用，为此也需要改变今天美元作为全球中央货币的角色。
但是，中国，至少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基于这一以美元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经济是相互捆绑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一个体系。你不能说，我们喜欢这一体系的这一部分，但不喜欢那一部分。
美国以外汇储备形式事实上向中国征用了上万亿美元的资金。如果你欠另一个国家一百万美元，那么你可能处在麻烦中，但如果你欠另一个国家上万亿美元，那么他们就会有麻烦了。因此，中国自然会担心美元的稳定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中国的政略不得不与美国及其经济政策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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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6：那么您认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与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全球化相联系的？
福斯特教授：在我的论文《划时代的大危机》（The Epochal Crisis）中，我曾解释说，当前危机有三个相辅相成的趋势多导致的：垄断化（monoploization）、停滞化（Stagnation)和金融化(Financialisation）。
众所周知，全球金融危机正式爆发于2008年美国金融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数个月内。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数十年来方发达经济体一直处于停滞不前中。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所有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率一直以来呈放缓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20世纪60年代的， 20世纪80年代的则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此类推。本世纪最初十年的增长率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尚且不知道最近十年的数据，但目前看来也会显得很低。
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是在于投资的停滞。按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这是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利润最大化的战略已经垄断了所有的企业。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世界500强公司的收入占到全球收入的30％-40％。在美国，排名前200位的企业占到全国约30％的毛利。
现在，一方面因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仍然垄断控制着全球的技术、生产体系和市场，所以即使不进行实体生产，还能获取价值链上最大的增值部分。但另一方面，因为资本过度积累，获取这些超额剩余价值并不能真正帮助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大型企业无法轻而易举地在发达经济体实现再投资。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也因为全球化在许多方面的影响而陷入停滞中，例如生产体系的国际化等，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全球劳动力套利（Global Labour Arbitrage）给其带来巨大影响。事实上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占整体经济总量的比重都同时处于下降中。
在20世纪60年代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停滞的唯一手段是军费开支，例如冷战军费和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开支等。美国在这些战争中尽可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军事开支。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军费开支都不足以维持该体系的运行。因此美国通过整体经济体系的金融化来应对经济停滞。盈余资本大量涌入金融行业，而这也是资本过度积累的一个重要现象。
金融业也创造出各种金融工具，如衍生工具和垃圾债券等。所以在数十年里，经济债务比重，尤其是私人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债务，以及居民债务（近来居民债务没有那么明显），都发生大规模增长，但实体经济仍然处于停滞中。
这意味着出现了会周期性破裂的金融泡沫。因此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央行需要承担责任并投入资源帮助金融业摆脱困境，但对他们自己而言，管理和控制这一体系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这对改善环境并没有多少帮助，因为虽然经济放缓，但生态破坏的程度并没有呈比例地相应缩减。整个经济体系仍然试图找出能使经济摆脱停滞的方式，而在当下环境中，这也包括鼓励各种浪费和放松环境管制。这会进一步加剧恶化环境问题。
问题7：请问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列强、生态危机和全球力量平衡转移等问题之间的联系？
福斯特教授：帝国主义是一个传统概念。我们今天还可以提出生态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生态交换等问题。这些概念为人们所知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还从来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而其他诸如军事优势、新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经济交换等传统帝国主义问题仍然存在。
很显然，如果一个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实现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环境影响。但是，今天主要的环境问题，我认为，仍然集中在富裕国家那里。由此提出的问题是那些真正富有的国家在促进更多经济浪费，而并不是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它可能由此破坏所有的经济体。
存在的问题不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工资的差别超过他们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更为全球化的国家掠夺南方国家的资源，并将垃圾存放在南方国家。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在人均资源方面比那些出生在印度或南亚的孩子在一出生时就多耗用了80％以上。
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等于仅次于它的其他10个军费开支大国的开支总和。军方需要以此来炫耀其力量。他们将军事力量视作是保持地缘政治强权和与跨国公司合作控制化石燃料的一种方式。在波斯湾、中亚和北非发生的战争与干涉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当地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石油。只要能确保美国控制遍及全球各地的主要产油区，尤其是波斯湾和东非，就能保持其对全球主要石油生产的控制力。
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帝国主义霸权，分析其美元霸权时，也不能从其帝国主义政策中分离出来。对于美帝国主义而言，石油美元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石油本来可以用其他货币交易，但现在只是以美元进行交易，使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保持美元储备用于石油交易。另外美国的金融化战略和环境策略也是设计来保持其对化石能源流向控制的，所以这些策略也不能脱离对石油控制的目标而单独考量。
现在美国仍然认为其可以对国际事务进行单独干预，但其战略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正试图与欧洲和日本的合作，作为一个集团来控制全球。
问题8：您是怎么看待“石油峰值”理论和新一轮非常规石油的出现？“石油峰值”理论是否可以帮助减少碳排放？
福斯特教授：关于这一问题，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最近的一篇文章上个月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化石能源战争”（The Fossil-Fuel War）。
人们认为我们正在接近常规石油（Conventional Oil)产出的峰值，有时常规石油也被称为廉价石油。确实常规石油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但目前还有可以取而代之的各种非常规的更为昂贵的化石油料。
美国重要的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避免燃烧煤和非传统化石燃料，其中包括焦油砂油（Tar Sands Oil)、超级深海石油、裂解石油和裂解天然气等，就意味着我们能将碳排放水平稳定在一兆吨以下，并控制全球气温上升在2度以内。
如果我们使用非常规化石燃料，其中许多比传统化石燃料更肮脏，而且比烧煤更昂贵，那么就没有人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从现在到2040年间的某一时间段将达到气候变化的转折点，非常规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将使气候变化不可逆转，从而超出人类所能控制的范围。
因此，如何防止使用非常规石油正在成为美国环境运动的一个主要战斗，其中就包括反对基斯顿石油管道项目的斗争（Keystone XL pipeline struggle）。
问题9：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些更多关于反对基斯顿石油管道项目的斗争（Keystone XL pipeline struggle）的情况？
福斯特教授：基斯顿石油管道项目（Keystone XL pipeline）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延伸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海岸的两个独立的炼油厂。其主要用途是将加拿大的焦油砂原油输送到美国的墨西哥湾区进行提炼，并最终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
在美国，反对这一管道铺设的运动的目前重点集中在北部管道建设上。这部分管道将穿越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尚未被美国政府批准。但对管道整体而言，真正战略重要的部分是铺设在南方的管道，因为所有这些原油最终都将输送到得克萨斯州南部海岸湾区，而管道的南方支道将有数种不同的路线。反对基斯顿石油管道项目的斗争正在成为北美人民阻止使用非常规化石燃料的一场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和进行直接抗争的斗争。
我对加拿大方面的斗争所知不多。它主要是加拿大当地“不再坐视”（Idle No More）的土著运动领导，并有一系列工会和环保团体参与其中。他们还试图阻止通过铁路运输焦油砂原油。
而在美国，这场抗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民参与其中，并试图阻止管道铺设，在各种相关的抗议和示威中已经有超过1000人被捕。
现在美国运动的基本策略是将石化行业作为直接的头号敌人，而不是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直接敌人。它采用的是一种类似于20世纪30年的“人民阵线”策略，当时创建“人民阵线”的目的是旨在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实际上“人民阵线”也与一部分反对法西斯的资本家组成暂时的联盟。
目前由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和他组织的350.org运动正与carbontracker.org运动合作推动反对投资石化产业的宣传活动。这一活动的设想是如果我们燃烧使用非常规化石燃料，我们将突破碳排放指标，并破坏全球的气候状况。从控制碳排放指标出发，这就意味着许多化石燃料将不能转化为可燃烧的实际产能，而对这些化石燃料投资的资本事实上不过是制造了一个金融泡沫，而不会带来任何效益，因此投资者应该撤销对这些产业的投资。
但是，事实上仅仅依靠撤销投资的手法是很难真正阻止石油公司和石化产业的，因为它们往往与其他大公司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这一活动是否能真正奏效是存在很多疑问的。

问题10：请问，那么什么是您针对化石燃料战争和划时代的危机在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呢？
福斯特教授：将石化行业作为直接敌人是一种建立运动的理性方式，但最终我们仍然将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本身。
根本性的问题是，在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并不根据我们的实际需求进行生产，而是基于利润和资本过度积累进行（无意义的生产）。
在经济上，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剩下来大幅减少碳排放量。尽管当前技术和物质条件都已具备，但我们要继续从事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
在政治上，如果我们希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限制碳排放水平，就必须基于一个全球性的计划经济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集团间实现国际协议才有可能。
我们必须放缓我们无意义的浪费性生产，并通过宣传使这些事项变得更为政治化。全体地球居民都应该来批评碳排放。
詹姆斯·汉森建议征收集碳排放税，并在人均分配的基础上将税收100%派发给公众。公众通过获得的这些税赋津贴购买可以减少碳足迹的汽车和其他产品。工人阶级将因此受益，而30%至40%上层中产阶级和资本家将成为这一税赋的主要负担方。其影响将渗透到整个社会中。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它也可动员广大人民来质疑我们当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和谁该对生产作出决定等等。
今天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比一半美国人口，1亿5000万美国劳动人民，拥有的财富更多。整个社会正变得更为不平等。
每年，我们（指美国－－编者注）将上万亿美元用于军事开支，上万亿美元用于商业营销，4000亿美元用于内部维稳，4000亿美元用于私人保安，1700亿美元用于公路建设等。
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些都是不合理开支。现在我们美国人竟然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教育。在一些州和县，当地学校甚至不再向学生教授体育、音乐、艺术和科学等课程。学校变得只教语法、阅读和写作。他们在教育上斤斤计较，但在维稳和私人保安上的费用却要比教育开支多出40%。
看起来他们好像对美国是否还有未来漠不关心。所有的产业都在私有化，这是绝对的疯狂。
资本主义创造了如此多的矛盾，如此多的不合理和如此多的浪费和破坏。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积极应对，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重新构建全球经济体系和社会关系。技术可以在宏观的较长阶段内发挥作用，但无法在短期内见效。我们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如此强大的力量和能力，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并实现转变建设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我们并不需要当下这种无休止的增长。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生产手段，在民主的基础上设计一套计划生产模式。
我们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发动抗争，才能以更快的方式实现目标。我们坚信，这一全球斗争未来的领导力量将来自于南方世界的人民中。
面对现实之千头万绪与千难万险，何以能循理性和可持续之径以满足寰宇亿兆之需求，且免全球生态灾难？身为社会主义者，吾等别无选择，但求竭尽所能以致所成。
相关资料介绍：
如果读者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福斯特教授和他的工作，可以访问以下《每月评论》与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的相关网页介绍。
http://monthlyreview.org/author/johnbellamyfoster
http://sociology.uoregon.edu/faculty/foster.php
福斯特教授的相关论文和书籍：
1. Paper: The Epochal Crisis  
http://monthlyreview.org/2013/10/01/epochal-crisis
2. Paper: The Fossil Fuels War
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9/01/fossil-fuels-war
3. Paper: The Planetary Emergency
http://monthlyreview.org/2012/12/01/the-planetary-emergency
4. Book: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http://monthlyreview.org/press/books/cl3133/
5. Book: What Every Environmentalist Needs To Know about Capitalism - A Citizen'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http://monthlyreview.org/press/books/pb2419/
（本文发表于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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